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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亞1

摘 要：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儒家是入世的，而道家是出世的，這使儒

家的生命指向拯救，而道家的生命指向逍遙。然而，馬克斯・韋伯以其獨到

的眼光看到，道家雖然具有出世的形式，但其實質仍然是入世的。中國的知

識份子在通過倫理道德建立了與統治者的合作關係以後，中國形成了政權與

士權相對立的二元權力分享機制。由於科舉制的實施，這一權利分享機制是

開放性的，被逐出權力分享機制的儒家傳統知識份子必須要找到自己的精神

背靠，他們轉而走向道家，選擇出世，追逐逍遙，形成了集儒道於一身的雙

重理想人格，但這一理想人格的根本指向仍然是入世的。

關鍵詞：入世；出世；拯救；逍遙；儒教；道教

世界著名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曾經寫過一本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的書

《儒教與道教》，因這本書的真知灼見，馬克斯・韋伯被西方漢學界譽為研

究中國的“偉大的外行”。在這本書中，韋伯從經濟倫理原則對中國思想和

文化進行了研究，並與世界其他主要文化進行了對比，分析了中國未能產生

資本主義的思想根源。令人震驚的是，韋伯作為一個“外行”，卻看到了中

國知識份子集儒道與一身的精神特質，這正是韋伯作為一個“外行”的“偉

1 朱光亞，博士，陝西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陽光學院副教授、福建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中原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鄭州市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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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處。從韋伯的思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社會儒家入世與道家出世

的基本思想傾向，並理解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拯救與逍遙的雙重理想人格。

1. 士人階層與權力分享機制的起源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最明顯的特徵

是入世。孔子一生奔走於列國之間，無非是尋求出仕以求得一個施展其理想

抱負的機會。雖然孔子最終也沒有真正的執掌政權，但即便到了晚年，他也

沒有放棄這一理想，而是著書立說，傳播其理念，並最終開創了儒家一派。

總結孔子的思想主張，可以歸結為“禮”和“仁”兩點。按照一般的看法，

“禮”是對周王朝禮儀制度的繼承，而“仁”才是孔子真正的思想主張。從

儒家的起源而言，孔子對“禮”的繼承乃是出於一種職業習慣，因為“儒”

一般指的是“專門為人相禮、祭祖、事神、辦喪一類的人”1，他們通曉作為

傳統的文獻知識，除此之外，“為了獲知上天的意志……還必須掌握星象知

識。”2 他們在禮儀上制定秩序，並且以此向顯貴提出意見建議。可見，儒家

一開始就是作為顯貴的助手而存在的，這使其一開始就具有依附於統治者

的特徵。正是如此，儒家天然就具有建立與統治者權力分享機制的動機與

基礎。

儒家與統治者之間權力分享機制的建立從孔子開始。孔子提出“仁”以

便推行“禮”，而推行“禮”則需要說明“禮”的合法性。孔子將這種合法

性建立於道德的基礎之上，他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3 為儒加入

1 復旦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中國古代哲學史》，第 1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17-11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陳曉芬譯注：《論語》，第 68 頁，中華書局 2016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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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德色彩，使儒家能夠在作為統治者助手而存在的時候，不再以依附者的

面目出現，而是居於道德的高地，成為持有道德律令的裁決者。顯然，將與

統治者的權力分享機制建立在道德這一點上，儒家的這一思想架構高於其他

學派。先秦諸子百家儘管多多少少的都與統治者打交道，分別以不同的方式

努力建立與統治者的合作機制，然而他們都無法與孔子的這種做法相比。由

孔子開始，“一個周游各處的士人階層於是興起……這個自由流動的士人階

層，乃是形成哲學流派與諸流派對立的主要角色。”1 自士人階層的興起，倫

理道德開始在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文化生活中起着基礎性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是一個獨特的稱呼，一般用來指讀書人。《孫子・

九地》中曰：“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2 因為中

國古代的讀書人以儒家為主，所以士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特指儒家。《顏

氏家訓・歸心》中曰：“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3 因

為儒與讀書做官的緊密關係，士人後來被專門指稱文人士大夫。《史記・佞

幸列傳》中曰：“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4

在中國古代，士人作為精英群體具有一種特殊身份，他們學習知識，傳播文

化，政治上尊王，學術上循道，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傳統文化的創造

者和傳承者。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士人無疑是中國的統治階層，至

今仍然如此。雖然他們的支配地位曾經中斷，也經常受到強烈的挑戰，但是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20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吳九龍：《孫子校釋》，第 197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0 年版。

3 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下），第 471 頁，中華書局 2013 年版。

4 司馬遷：《史記》，第 707 頁，嶽麓書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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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復蘇，並且進一步擴張。”1“在封建諸國的時期裡，各個宮廷競相爭取

士人為其服務，而士人也在尋求獲得權力的機會。”2 他們壟斷了做官的權

力，致使“中國的知識階層……是一個由官員和官職候補人員組成的階層。”3

2. 士人與統治者通神權力的爭奪

不過，春秋戰國以後，士人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帝

國統一後，諸侯競相爭取士人的機會便不復存在。相反，現在士人及其門徒

競相爭取既有的官職，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形成了一個與這種現狀相吻合的統

一的正統學說，即儒教。”4 儒教這個名詞的使用會給人一種誤解，似乎儒家

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宗教。“教”這個辭彙在漢語中含義甚廣，除宗教之外，

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是指教育或者教化。“在宗教中，每一個教派都有自己的

教主，教主往往是神而不是人，至少是半人半神。教主的作用，在於將人從

苦海中解救出來，由苦難的人生此岸到達幸福的人生彼岸，然而儒教教主孔

子卻不具備此作用。”5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一直是一個人而不是神，雖然西

漢的公羊三世說 6 和今文經學 7 也曾經將孔子說成是半人半神，但這個說法不久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1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20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31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20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朱光亞、黃蕾：《從傳統到現代：中西哲學的當代敘事》，第 160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年版。

6 東漢時，儒士何休因為政治鬥爭閉門不出，作《春秋公羊傳解詁》，發展了“三世說”的觀點。根據

這一解釋，人類社會是沿着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順次進化的過程。

7 今文經學是相對於古文經學而言的，這一名稱於漢代出現。在漢代，人們將當時通行的隸書稱為今

文，而將秦代焚書以前六國所用的篆書稱為古文，因此有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不同。因為假借

字、異體字、誤字和誤句的存在，人們對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存在不同的理解。但總體而言，今文經

學宣導“微言大義”，用經學著作為現實需要尋找理論依據，使得經文隨着時代發展而被反復建構解

讀，延伸出新的時代含義。而古文經學更偏向訓詁，注重歷史，更具有實證色彩，往往擅長於解釋古

籍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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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否定掉了。自先秦諸子以來的漫長社會歷史中，孔子的主要作用是師，

他的最高稱號是“大成至聖先師”，他所享受的最高政治待遇是“文宣王。”1

孔子很少講到“天”，“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2 他基本上也

不關心死後的問題，他說：“未知生，焉知死？”3

孔子對“天”的漠視和對道德原則的提升反映了巫術的地位下降。儒家

的相禮祭祀本來與巫術密切相關，“巫術在正統的儒教裡也有被認可的地

位，並且有其傳統主義的影響。”4 但隨着春秋時期儒學的確立，“儒家認為

巫術在面對德行時是無計可施的。”5 因此，巫術、鬼神觀念後來被儒家棄絕

了。棄絕鬼神的儒家不關心也不能解決人生彼岸的問題，在他們那裡，“上

天”“既可以被當作是上天本身，也可被看作是天上之王。以此，中國的神

祇，特別是那些最強有力且最廣泛的受人信仰的神祇，逐漸具有一種非人格

化的特徵。”6 儒家經典的神化與儒學權威地位的提高使非人格化的“天”最

終取代了人格化的“天”，導致了“在儒家哲學裡，11 世紀還風行一時的人

格化的神的觀念從 12 世紀就已經消失。”7 例如，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統

治思想的奠定者 8，“朱熹就完全擯除了人格神以及永生的觀念。”9 由此可見，

“儒家所關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10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598 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 陳曉芬譯注：《論語》，第 54 頁，中華書局 2016 年第 1 版。

3 陳曉芬譯注：《論語》，第 140 頁，中華書局 2016 年第 1 版。

4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11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6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7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8 朱光亞、黃蕾：《從傳統到現代：中西哲學的當代敘事》，第 186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年版。

9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10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6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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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正統的儒教中國人（而不是佛教徒），是為了他在此岸的

命運，——為了長壽、子嗣與財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為了祖先的幸福——

而祭祀，全然不是為了他在‘彼岸’的命運。”1“儒教所追求的是對俗世及

其秩序與習俗的適應，歸根到底，它只不過是為受過教育的世人確立政治準

則與社會禮儀的一部大法典。”2 對於儒家知識份子而言，“他們完全漠視

大眾的典型的宗教需求。高傲地棄絕來世，棄絕此世中個人的宗教性救濟保

證”3，致使“儒教倫理中完全沒有拯救的觀念。儒教徒並不渴望得到拯救，

不管是從靈魂的轉世還是從彼世的懲罰中得到拯救……他沒有從惡或原罪

（他對此一無所知）中被拯救出來的渴望。”4 所以在中國，“長久以來，官

方的儒教，至少對任何來世的希望而言，抱着一種絕對不可知論的、根本上

否定的態度，即使是在此一觀點尚未普及的地方，或者是在道教或佛教的影

響佔優勢的地方，人們對於自己彼岸命運的關注，還是比不上可能對此岸生

活產生影響的神靈的關注。”5

不過，在人類文明產生之初，彼岸問題是每一個民族所必須面對的，因

為幾乎所有的人類文明產生之初都會產生自然崇拜，通神成為一種現實需

要。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古代，每一個地方團體都有一位二元的神祇（社

稷），它融沃土之神（社）與收穫之神（稷）於一體。這個神祇已具有施行

倫理性懲罰的神格。另一方面，祖先神靈的廟宇（宗廟）也是祭祀的對象。”6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3-15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61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81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6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4-2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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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通神這一權力掌握在巫師的手中，“巫術在中國的重要性，就像在其

他任何地方一樣，是無可置疑的。”1 巫術最早通過蔔筮而存在，在中國，流

傳最廣的蔔筮是將龜甲置於火中燒，根據其炸裂的紋路預測吉凶。這一做法

後來發展為測字，“在最古老的傳說裡，古老的文字被看作有魔力的東西，

而精通它們的人被視為具有魔力的神性的代表者。”2 毫無疑問，儒家作為知

識份子的代表，無論是相禮還是祭祀都離不開種種巫術，其結果是實現對神

意解讀權力的把控。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儒家獲得了一種先知的地位，因為

統治者很快就發現，通神的權力對於政權至關重要，這使他們幾乎不可能放

棄這一權力。在中國，“任何讓人想到是先知發起的運動，政教合一的政權

就會把它視為異端邪教而用暴力有計畫地加以撲滅。”3

對於統治者而言，對通神權力的把控是其統治的核心主張之一。《尚

書》中有載：“有夏服天命。”4 其意思是：夏朝的統治是由“天命”所賦予

的，因此具有合法性。這裡的“天”又被稱為“上天”，在古代，“上天是

這些古老的社會秩序的保護者，有了上天的管轄，它們才得以恒久地、不受

干擾地發展下去。此外，上天還是合乎理性規範的統治所保證的安寧的保護

者，而非令人憂慮的、非理性的或所期望的命運急轉的根源。”5 夏、商、周

的社會秩序是尊崇一位天下的共主，共主統領着諸侯。周代的毛公鼎銘文記

載：“丕顯文武，皇天引肙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6 也就是說，周共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17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17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1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羅慶雲、戴紅賢譯注：《尚書》，第 153 頁，書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5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30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 霍彥儒、辛怡華：《商周金文編———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集成》，第 405 頁，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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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權威是由“天命”來保證的，各個諸侯王要服從周共主。到了秦朝，秦

始皇的玉璽上刻寫了八個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明確宣稱“上天”

是統治權力的根源。玉璽在中國古代逐漸被神話，在王朝更替之際，擁有它

意味着擁有了統治的合法性，誰能拿到玉璽說明他是由“上天”眷顧的。隨

着皇權的建立，祭天之禮便被當作“天子”的皇帝所壟斷，而人民大眾被禁

止直接參與對非人格化之最高存在的國家祭典與供獻活動。“天子”這一名

稱使最高統治者居於通神的最高位置並自動獲得了類似於西方“大祭司”之

類的角色，從而使“中國的皇帝不僅是最高的領主，同時也是最高的祭司。”1

從遠古開始，“作為最高祭司的皇帝以及各諸侯王，代表其政治共同體與神

靈交涉。”2 這一權力具有排他性，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歷代皇帝凡自覺文治

武功超乎他人，都有到泰山封禪的舉動 3，而諸侯、貴族及權臣如果到泰山則

被視為篡位。最高統治者壟斷了與神的交往這一專利，使其統治君權神授、

政教合一。

3、儒家與統治者權力分享二元機制的平衡

通神權力的喪失使儒家與統治者達成的權力分享機制面臨危機，為此，

儒家必須要重新對“上天”進行界定，以重新建立與統治者分享權力的基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9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17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封禪是中國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時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禮。由於東嶽泰山為五嶽之首，這

一典禮往往在泰山舉行。遠古暨夏商周三代已有封禪的傳說。自秦至清，史籍上確切記載到泰山封禪

祭祀的皇帝共有 12 位，他們分別為：1. 秦始皇嬴政（西元前 219 年封禪泰山）；2. 秦二世胡亥（西元

前 209 年封禪泰山）；3. 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10 年封禪泰山）；4. 漢光武帝劉秀（西元 56 年封禪泰山）；

5. 漢章帝劉烜（西元 85 年封禪泰山）；6. 漢安帝劉祜（西元 124 年封禪泰山）；7. 隋文帝楊堅（西元

595 年封禪泰山）；8. 唐高宗李治（西元 666 年封禪泰山）；9. 唐玄宗李隆基（西元 725 年封禪泰山）；

10. 宋真宗趙恒（西元 1008 年封禪泰山）；11. 清聖祖玄燁（西元 1684 年封禪泰山）；12. 清高宗弘曆

（西元 1790 年封禪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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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因此，他們發展了天人感應論。儒家很早就具有天人感應觀念，早在

《尚書・洪范》中就說：“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旸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1 孔子也曾經說過：“邦大旱，毋

乃失諸刑與德乎？”2 把天災異象與君主執政失德捆綁在一起。

天人感應論的集大成者是董仲舒。董仲舒將《春秋》的地位提高，稱頌

《春秋》之“大一統”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以此為據，鼓吹“三

綱”、“五常”、“可求於天”。所謂“三綱”，指的是“君為臣綱、父為

子綱、夫為妻綱”，此“三綱”是據“天道”、“天意”而成，具有權威性

和神聖性，以神權的威嚴強化了封建的政權、族權、夫權。所謂“五常”指

仁、義、禮、智、信，“五常”由陰陽五行而來，其核心為天人感應說。在

董仲舒看來，天地萬物淵源於“元”，“元”在世界之先又在世界之中，伴

隨天地萬物和人類發生發展的始終。在他看來，“道之大元出於天”，“元

就是天”。宇宙萬物由天之端構成，天有十端：天、地、陰、陽、五行（金、

木、火、水、土）和人類。正因為天人感應，所以“人副天數”，人是一個

縮小了的宇宙，而宇宙是一個放大了的人。通過董仲舒的神化，“皇權本身

成為至高無上的、通過宗教儀式而神聖化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超出

民間所崇奉的眾神之上。皇帝個人的地位，正如我們所見的，完全是基於他

作為上天的全權代表（‘天子’）所具有的神性。”3

1 羅慶雲、戴紅賢譯注：《尚書》，第 106 頁，書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2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2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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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目的不僅僅是為統治政權做論證，他更重要的目的

是為了完善知識份子與統治者的權力分享機制，他敏銳的看到了一個問題：

當皇帝不再相信徵兆預示從而為所欲為時，誰還能阻擋得了他呢？為此他提

出了“祥瑞說”和“譴告說”對君主的權威作了一定的限制，在通過道德論

證統治合法性的同時，也給最高統治者套上倫理的枷鎖。在他那裡，皇帝的

神性源自於他具有超乎常人的道德，“皇帝為了獲得神性而必須具有的個人

品質，被儀式主義者與哲學家加以儀式化，繼而加以倫理化。”1 因此，他

“必須依據古典經書上的儀式和倫理規則生活與行事”2。在焚書坑儒之後，

儒家的經典文獻被重新發現之際，儒家知識份子對這些經典文獻重新修訂、

潤飾與詮釋，從而使其成為神聖經典。他們努力塑造這樣一種觀念：“惟有

精通文獻與古老傳統的人，才被認為有資格在儀式上與政治上，正確地指導

國內的統轄制度與君侯符合神性的正確生活態度。”3 這樣，儒家將君主的

權力限制於神意的範圍之內，而儒生則在某種程度上擔當着神意維護者的角

色。“在中國，巫術信仰是政府在體制上權力分配基礎的一部分”4，這使中

國封建社會的權力系統形成了一個二元結構，“封建王朝掌握政權，而知識

份子掌握士權，士權是一種知權，也就是說，知識份子向來掌握話語權。”5

政權與士權達到了一種具有張力的平衡。

儒家知權的建立是通過幾千年的思想強化而完成的，其源頭是孔子的認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3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3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 ，第 11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07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朱光亞、黃蕾：《從傳統到現代：中西哲學的當代敘事》，第 215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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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孔子將儒家權力分享機制的合法性建立於道德的基礎之上，而他佔據

着道德的至高點。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1 自居於一個傳道的

核心位置。自孔子之後，“所有的士人，即使是那些只通過考試而未任官職

者，都是享有特權的社會等級。”2 他們與皇權的“鬥爭發生在每一個朝代，

因為有進取心的統治者總是……擺脫自己對有身份的士人階層的依賴。無數

反對這種專制形式的士人，不得不為自己等級的權力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不

過，長期的鬥爭，歸根到底還是士人獲勝。每一次的乾旱、洪水、日食、戰

敗以及任何發生的具有威脅性的事件，都會很快使權力落入士人的手中，因

為這些事件都被認為是與傳統決裂以及廢棄古典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結果。”3

總的來說，通過對士權的構建，儒家與政權逐步形成了一種合作關係，“這

種合作關係以封建王朝將權力向知識份子讓渡和知識份子為政權做論證為根

本特徵。當二者的合作關係融洽的時候，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就會非常穩

固，當二者的合作關係出現破裂的時候，往往意味着統治階級統治合法性的

喪失。”4 在這種情況下，最高統治者必須要通過一切手段證明其是“天所確

認的統治者。如果他不能造福於人民，那麼他就缺乏神性。例如，若是河水

決堤，或祈雨祭祀後仍未降雨，那麼很顯然——也是經典所明白教誨的——

皇帝並不具有上天所要求的那些神性品質。此時，皇帝就必須為其本身的罪

過公開懺悔。”5

1 陳曉芬譯注：《論語》，第 107 頁，中華書局 2016 年第 1 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3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47-14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朱光亞、黃蕾：《從傳統到現代：中西哲學的當代敘事》，第 215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年版。

5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3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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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儒家拯救與逍遙的雙重理想人格

對於中國的傳統知識份子而言，權力分享機制的建立保證了他們的精英

地位。為保持這種權力分享機制的穩定，他們將自身對權力的擁有說成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斷在道德

的基礎之上進行強化。不過，這種精英地位卻不是穩固不變的，而是開放性

的。由於選擇精英所採用的方式是科舉考試，這使精英群體以外的人完全可

以憑藉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精英群體，而精英群體也會因為種種原因被迫退

出。這實際上是最高統治者在權力分享機制中對儒家知識份子的限制，因為

最高統治者認識到，科舉考試能夠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1 因此，對於

儒家精英集團而言，“並非出身，而是原則上任何人都可以獲得的學識，才

是決定性的。”2 儒家與統治者所形成的這種權力平衡機制造成了這樣一種結

果：既然不斷會有一些儒家知識份子加入精英群體，也會有一些儒家知識份

子退出精英群體。退出精英群體的儒家知識份子將失去自己的人生舞台。伴

隨着權力喪失的，是財富、地位等各方面資源的喪失，失去了各方面資源的

儒家事實上也失去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背靠。

所謂人生背靠，指的是人生的意義。簡單而言，也就是說，人為什麼而

活着？與儒家相比，宗教社會的人生背靠問題依賴於信仰。自軸心時代 3 以

1 五代時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中有這樣一段記事：唐太宗李世民“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

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說這句話是指，科舉考試使士人擁有了上升的管道，能夠為

統治者所用。否則的話，這些人沒有機會進入統治階層，社會就會不穩定。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軸心時代這一概念是由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提出的，指的是西元前 800 年至西元前 200 年之

間，特別是西元前 600 年至西元前 300 年這段時期。雅斯貝爾斯認為，這一時期是人類文明的重大突

破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的突破之後，世界不同區域形成了三大軸心文明：中國先秦文明、古希臘文

明和古印度文明。軸心指的是精神軸心，軸心時代的內涵在於，人類在此時期開始了哲學思考、歷史

體認和美學追求，建立了宗教信仰和價值體系，並在知識和精神兩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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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已經通過對神的崇拜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人的精

神寄託問題。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西方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嚴格說來，中國

雖然也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宗教，但是這些宗教卻從來“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拯

救學說、自己的倫理和教育……宗教任何外在和內在的進一步發展，都被斷

然拒絕。祭拜天地大神以及一些相關的被神化的英雄和專司神靈，乃是國家

的事務。”1 相反，軸心時代以後的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並未不斷的強化倫

理道德而是寄託於宗教，倫理道德依附於宗教而存在。所以在今天，西方人

週末的時候到教堂做禮拜，他們不斷的進行懺悔，其懺悔的對象是一個上帝

之類的人格神。相反，中國人的懺悔對象是位格神，他們會自懊，表現為喃

喃自語而無任何傾聽的對象，這個時候，道德起到了位格神的作用。總的來

說，“中國的宗教，不管它是巫術性的或祭典性的，就其意義而言是面向今

世的。”2 這種宗教“缺乏任何的來世論和任何的拯救學說，或者缺乏任何對

超驗的價值與命運的思索。”3 因此可以說，這種宗教完全受到儒家入世的影

響而未能解決出世問題。

在中國，出世的問題是由道家來解決的。自從“老子騎青牛而出函穀

關”以後，道家“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4 自此，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

形成了入世與出世完全對立的兩派。不過，儘管我們經常會說，儒家是入世

的，而道家是出世的，我們卻不能忽略儒家對出世的關注。實際上，儒家只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47-14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3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54-15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禮記正義 》卷五二，《十三經注疏》本，第 1626 頁下欄，中華書局 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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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入世的現實受挫、拯救的理想破滅之際，就會轉向出世。這在儒家的創

始人孔子那裡就開始了，孔子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1 孔子的出世

思想大概受到了道家的影響。雖然我們並無任何證據支撐這一說法，但孔子

最初就已經問禮於老子這一傳說卻流傳久遠。2 雖然這一傳說的真實性是無法

考證的，但其流傳本身就反映了文化的構成。在《莊子》的記載中，孔子歸

去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3 表明孔子是認可、甚至推崇老子的思想的。

道家與儒家的關係，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看法，“此一教義與儒家的教義最

初並無原則上的不同。”4 被問禮的老子是周王室的守藏吏，也是統治集團的

合作者，“他最終並不真正地漠視或甚至拒絕俗世，而只是要求將俗世的行

動降到最低點。”5

不過在後世，道家與儒家分道揚鑣之後，道家具有了反士人的與非士人

的性質，“在士人與其反對勢力的鬥爭中，我們總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對派

一邊……他們反對儒教的儀式、典禮，反對儒教對秩序與教育的狂熱。”6

不過，如果說道家就此而完全是遁世的，也不符合事實。道家雖然選擇了出

世，但其並未與俗世完全脫離關係。“對普通教徒（俗人）而言，後期道教

的道德律令本質上和儒教的相同，所不同的是，道教徒所期望的是實現個人

1 陳曉芬譯注：《論語》，第 50 頁，中華書局 2016 年第 1 版。

2 關於孔子是否問禮於老子的史料記載非常多，但學界爭議較大，比較可靠的資料是《禮記・曾子問》

中的記載：“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土恒，日有食之’，以及《水經注・渭水注》

中的記載：‘孔子年十七，問禮於老子。’”注解轉引自丁志剛、黃蕾：《文化的重構與道德的重建》，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3 期。

3 雷仲康譯注：《莊子》，第 144 頁，書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4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85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94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00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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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世 與 出 世 ： 馬 克 斯 ・ 韋 伯 眼 中 的 儒 教 與 道 教

的利益，儒教徒則偏重於實現君子的良知……儘管道教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

中到不朽與來世的獎懲上，然而他們和儒教徒一樣，也是以此世為考慮的出

發點。”1 甚至“16世紀時，道士們創造了大部頭的正式的法規與典章集成（指

明朝萬歷年間刻印的《正統道藏》），並隨時準備從政。”2

在佛教的刺激下，道家後來發展到道教，“道教是從士人的遁世學說同

古老的入世的巫師職業相結合中產生出來的。”3 因此，那些選擇了出世行

為的知識份子，他們表面上是道家，但究其思想實質而言，他們很可能是儒

家。那些在官場失意的儒家很可能會說：“只有從塵世中投身出來，才會有

時間和氣力來思索。”4 或者他們也會認為，“對於政治上不得志的文人，隱

逸的生活是取代自殺或自請處分，是從政壇上退出的一種正常的形式。”5 入

世的中國儒家知識份子，他們憂國憂民，想的是登堂入室，執掌政權，拯救

民眾於水火之中，施展抱負於青史之冊。但一旦此理想不能實現，就只好逍

遙。他們選擇隱居、讀書養性，但隱居之時，心中不甘，“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6 所以他們形式上在出世隱居，而骨子裡卻是

入世掌權，“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即便隱居，也還是

當官高明啊 ! 中國古代的思想資源中充斥着大量合儒道而為一的論證。《莊

子・在宥》中就記載了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南稽首而臥，黃帝順下

1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211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99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98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第 18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 ，第 18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 曹操：《龜雖壽》，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五十四。



 中 國 文 化 論 叢 （ 2024 年 第 2 期 ）

 134

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

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

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今

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餘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

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昬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1 這一問答表達了對入世的鄙薄，為出世提供了依據。然而在中國思

想史上，黃帝被認為是一個儒家。既然黃帝也問道於廣成子，那麼儒家與道

家擁有原始的共同精神，儒家知識份子具有拯救與逍遙的雙重理想人格，也

就不奇怪了。

1 雷仲康譯注：《莊子》，第 104 頁，書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